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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中收錄了灋字古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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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抄古文中灋字有諸多形體，
其中與A相近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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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字材料還出現了相關的字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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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一·緇衣14）                   E[image: image5.png]


（馬帛書·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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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王堆帛書·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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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都尹定簠）                        I[image: image9.png]


（秦王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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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璽彙3500）

經過學者們的研究，D—G可以確定與A有密切的淵源關係，都是一個序列的。對於H—J形，有的學者尚有不同的意見。H發掘者最早時釋為“灋”，
後改釋為“定”，
不少学者在引述此器時，也是稱為“曾都尹定簠”的，我們也認為此字應釋為“定”，不是“灋”字。I即秦王鐘中“競之定”的定，近董珊先生改釋為佱，即灋字古文，並把楚簡中的一些定字也改釋為佱。
I與其他金文中的“定”字唯一的區別就是在“宀”和“正”之間多了一橫，
以至於近似F形，但中山王器中“定”字既作[image: image11.png]


，又作[image: image12.png]


，可知I就是定字。董珊先生所提到的幾個楚簡中所謂的“佱”字，字形與D—G差別甚大，而且改釋為“佱”后，文意上也很牽強。
最早提出J與A是同一個字的是黃錫全先生，認為I與A都應該是[image: image13.png]\I,



字，[image: image14.png]\I,



從乏聲，乏灋音近。
此字下面所從是否為乏字，學術界還未達成共識，我們現在確切可知的乏字作[image: image15.png]=\



，與J字所從也有很大的區別。鑒於以上的原因，我們不把H—J形列入我們討論的範圍。
由於在出土材料中出現了D—G特殊形體的灋字，我們知道了《說文》古文與傳抄古文是來源有據的。但灋字爲什麽要寫作此形，并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

對於學者們都有什麽觀點，孟蓬生先生做了很好的歸納，
這裡就不再重複了。他們都是無一例外都是從通假的角度來考慮的，或認為這些字是乏字，或認為是從乏得聲的字，還有的認為是從百聲的字，根據音近關係，從而能夠通作灋。撇開字形不談，乏、灋音近這是沒有問題的，乏並紐葉部，灋幫紐葉部，聲同為唇音，韻皆在葉部，然而認為百聲與灋聲音近可通這是有問題的。這個觀點是《上博（一）·緇衣》H形出現后，整理者陳佩芬先生首先提出的，她認為H是從“全”從止的，“全”也就是古百字。
白于藍指出戰國文字中與“全”形近的百字，乃晉系文字中的寫法，楚文字中的百從來沒有這樣寫的。
馮勝君老師指出《上博（一）·緇衣》是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
已經得到學術界的認同，齊系文字中的百字也有作“全”形的，
說明字形上還是有根據的。陳先生說百、灋雙聲，這是沒有問題，但兩者韻部相隔較遠，百鐸部，灋葉部（或稱盍部）。孟蓬生先生是支持陳先生之說的，認為H從百得聲，而A是從白得聲的，《集篆古文韻海》收錄了白字的傳抄古文有作[image: image1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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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者，正是A上部所從，並舉出了大量的材料證明灋與百、白是有可能相通的，還認為在魚部的“去”聲和在談盍部的“去”（盍）這兩系在上古或者更早的時間應該有共同的來源。
我們還是堅持比較傳統的觀點，認為這兩系來源是不同的。裘錫圭先生曾經對此有過詳細的論述，現轉述於下：
古文字字里有[image: image18.png]


字，從大從口，表示把嘴張大的意思，這就是“口呿而不合的”（莊子秋水）的呿字初文，也就是離去的“去”字。張開跟離去這兩個意義顯然是有意義的。古文字里又有一個象器皿上有蓋子的[image: image19.png]


字（也寫作[image: image20.png]


），“蓋”字所從的“盍”字上部的就是這個字。這個字應該讀為“盍”，正好是葉部字。甲骨文有[image: image21.png]


字，前人不識，其實就是“闔”，也就是說文訓為閉的[image: image22.png]


。在小篆里，[image: image2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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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形狀相近的字已經混同了起來。這樣，問題就清楚了。從去得聲的魚部字，所從的是離去的去。從去得聲的葉部字，所從的則是象器蓋相合的去（盍）。過去認為是會意字的灋（法）字可能也是從去（盍）聲的。有些從去的字有魚部和葉部兩讀，這應該是後起的混亂。

這是一個用古文字學知識解決音韻學上爭論不休的問題的最好例子，闡明了許多從“去”得聲的字讀音卻分成兩系的原因。孟先生爲什麽會不同意裘先生之說呢，恐怕他最堅強的證據就是他提到的《上博周易》中从去聲的“㰦”字兼入魚盍兩部：
上博簡《周易》：“堋㰦[image: image25.png]


。”馬王堆帛書《周易》：“勿疑，傰甲讒。”今本《周易》“朋盍簪”。可見“㰦”字當在盍部。又上博簡《周易》：“㰦易出。”馬王堆帛書《周易》和今本《周易》“㰦”均作“去”。可見“㰦”又可讀入魚部。

前面裘先生已經說過，在小篆里離去的“去”和盍所從的“去”兩個形狀相近的字已經混同起來了，同樣，在古文字中這兩個字也是混同的，所以離去的“去”常加止形或辶旁，而另一個“去”則在下面增加了皿旁寫作“盍”，以免二字混淆。竹本《周易》中兩處的“㰦”可能並不是一個字，陳斯鵬曾經討論過竹本《周易》中第一處的“㰦”，很有啓發性，他是這樣說的：
頗疑“㰦”即“嗑”字異體，二字均從“去”（葉部字），義符“欠”、“口”可通用。

這是正確的，可惜陳先生並沒有對第二處的“㰦”作解釋。第一處“㰦”為“嗑”字異體，而另一個“㰦”可能就是裘先生提到的“呿”字異體，正如陳斯鵬先生所說的，義符“欠”、“口”可通用。也就是說，一個“㰦”字是從“去”（盍），另一個“㰦”是從呿字初文的“去”，二字形同，但不是同一個字，所以會造成“㰦”兼入魚盍兩部的假象。
至於孟先生灋與百、白音近可通的觀點，我們也是持懷疑的態度。孟先生始終都沒有找到灋字與百或白直接相通的證據，都是通過輾轉相通的方式來證明灋字與百或白相通，過程迂曲複雜，結論很可能不可靠。同時，孟先生用的證據可能也是有問題的。灋字有作[image: image26.png]


（包二16）、[image: image27.png]


（中山王[image: image28.png]


壶）兩形者，何琳儀先生對它們都有過分析論述：

盇（按：即盍）旁或偽作[image: image29.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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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頗似夫形。或說，從夫聲。灋、夫均屬幫紐。

從戶，灋聲。或說，以戶為疊加聲符，盇（按：即盍）、戶皆屬匣紐。

孟先生同意何琳儀先生所引或說。從夫的灋字明顯是由從大的灋字[image: image31.png]


（上博三·恒先5）變來的，即在“大”上面增加一橫，楚簡中的灋字還有從立的，如[image: image32.png]


（上博六·天甲4），則在“大”下面增加一橫，但明顯不能說灋字是從立聲的，不是所有的字形變化都帶有音化的趨勢。中山王壺中的灋字從戶，何先生自己認為是戶是增繁的無義偏旁，
與他所引或說意見不同。其實，戶和去合成一字就是裘先生前面所說的闔字異體“[image: image33.png]


”， “[image: image34.png]


”也就是這個灋字的聲符。張政烺先生早就有過類似觀點，
不過他不知道灋字所從的“去”應該是“盍”所從的“去”。

以前的學者總是從通假的角度去探討灋字古文的來源，我們認為應該從灋字的本身去考慮問題。詛楚文中灋字給我們很大的啓發，其形作：

K [image: image35.png]




詛楚文中的灋字所從的“去”（由於盍部“去”和魚部“去”形體是相近的，常有訛混，所以在討論時不特別注明的“去”都是指盍部的“去”。）訛變為從大從止，而A等形也是從止的，這應該不是偶然的巧合。很可能A—G等形就是從K下面所從的“去”演變過來的。

李學勤先生曾經還提到《管子·輕重戊》的灋字有個獨特的形體作“[image: image36.png]


”，
與E形相比，上面多出了個“山”。《古文四聲韻》引《崔希裕篆古》灋字作“[image: image37.png]


”，右邊“去”上邊訛從艸了，“山”和“屮”形體接近，很肯能本來是從單個的“屮”，後人不明何意，遂又增一“屮”，也就訛從雙“屮”的“艸”了。此二形所從的“山”或“屮”應該就是由“去”所從的大的上部偽變而來的，吳振武師曾經指出齊系文字中的“大”字象兩臂的部份往往拉直，這是齊系文字的特點，
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上博（一）·緇衣》簡1中“大”字有作“[image: image38.png]


”者，雙臂拉直，甚至還有微微上翹的趨勢，這和“山”“屮”都是很相近的。所以，[image: image39.png]


似乎可以還原為[image: image40.png]


，這似乎也可以作為A—G等形是從K下面所從的“去”演變過來的旁證。

K下部所從的“大”上下是不相連的，很像兩個“人”疊在一起，而A等形上部只有一個“人”，戰國文字常常會省略重複的形體，K省去一個“人”，就和A—G等形相近了。盍在戰國文字中多作[image: image41.png]


，也有作[image: image42.png]


（仰二五28），就省去了上面的一個“人”，這是最直接的證據了。
上部講完了，現在再來談談“去”下部所從的口形訛變為止形的問題。
劉釗先生曾經指出古文字中口、止二形是常相混的，他舉出的例子是喪字作[image: image43.png]


，又作[image: image44.png]


。
早期喪字作[image: image45.png]


，又作[image: image46.png]


，[image: image47.png]


中的止形很可能是由[image: image48.png]


中枝杈形變來的，而不是由口形混訛而來的，喪字這個例子放在這裡似乎不合適。古文字中的口通常作[image: image49.png]


，上面的短橫象左右伸出的話，就成[image: image50.png]


，即心形，古文字中灋字有種寫法是從水從“去”的，其中“去”下面就是從心的，如[image: image51.png]


（璽彚0500）。有時口形上面的短橫只向一邊伸出，作[image: image52.png]


（郭店·語叢四4）形。口字下面的[image: image53.png]


，一般都是一筆完成的，有的寫手卻要兩筆完成，如[image: image54.png]


（包二83）下面所從的口就作[image: image55.png]


形，下面是斷開的。[image: image56.png]


、[image: image57.png]


與止形皆相近。上面已經提到口形是很容易訛成心形的，心作偏旁時就有作訛作止形的，如[image: image58.png]


（新蔡·乙二44）。又皀旁通常作[image: image59.png]


形，下面表示器座的部份與上面相連，是封閉的，很像口形，戰國文字中即、既等字所從的皀旁就有作[image: image60.png]


形的，其中皀旁下面從的就是口形，可參看。戰國文字中也有其他從皀旁的字，如[image: image61.png]


（璽彙2019）、[image: image62.png]


（璽彙0503），下部又訛混成心形了。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image: image63.png]


（璽彙5611）、[image: image64.png]


（睡·日甲45反）、[image: image65.png]


（睡·為吏27）、[image: image66.png]


（璽匯5317）等形中，皀旁下部又訛變為從止了。同樣，古文字中的皮字本作[image: image67.png]


（九年衛鼎），後來上面的口形與其下部分離作[image: image68.png]


（包二33），口形又訛成心形作[image: image69.png]


（上博二·容37），心形又訛為止形作[image: image70.png]


（上博一·緇衣10），革字也是如此，主要作[image: image71.png]


（上博二·容51）、[image: image72.png]


（包二264）、[image: image73.png]


（包二271）三形，口形、止形互訛。以上諸多例子都可證明古文字中口形是有訛變為止形的可能的，如此，“去”下面的口形訛變為止形也在情理之中。
我們也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一類特殊形體的灋字都可能是來源于齊系文字的。《說文》等收錄的許多傳抄古文具有齊系文字的特點，楚簡《上博一·緇衣》中這種特殊形體的灋字也是轉抄自齊系文字的，
而《馬王堆帛書》文字字形帶有大量戰國楚文字的特徵，其灋字的寫法也可以說是間接來自戰國齊文字的。另外，《管子·輕重戊》是齊國文獻，《莽誥》篇“爾時罔敢易灋”中的“灋”字訛作“定”，李春桃師兄據此論證《莽誥》篇的底本很可能是“古文本”《尚書·大誥》。
這些證據無疑都證明我們前面關於這類形體的灋字都可能來源於齊系文字的推測是正確的，齊系文字中應該有這種寫法的“灋”。但是很遺憾的是，在迄今見到的齊系出土文字材料中也沒見到寫作此類形體的“灋”字。我們的觀點同樣也遇到這樣的問題，出土材料沒有見到以“去”代“灋”的用例，也沒有發現“去”下面作止形者。

最後，再談談《古文四聲韻》灋字一個的形體：

[image: image74.png]




此形從水從馬從乃，這是比較特殊的。從水，這就不用說了；從馬，也比較容易理解，涉廌而訛；從乃，對應來說，乃只能是“去”之訛了，這很難理解。其實，在楚簡中灋字還作[image: image75.png]


（上博三·恒先11），迄今為止，只見於《恒先》，可能是此抄手的特殊寫法，“去”訛變成從[image: image76.png]


，這和乃形是很相近的。此抄手的獨特寫法，沒想到卻被後人繼承，這是很有趣的事情，只是轉抄之後發生了較大的訛變。
附記：文成後，呈吳振武師、吳良寶老師、周忠兵老師、單育辰老師、李春桃師兄、孫剛師兄、劉釗師兄等人審閱，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及提供信息資料，在此深表謝忱。但本文出現的錯誤和不當之處，由本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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